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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“文化论争”与“范式转型”
———以E.P.汤普森为中心∗

邹　赞
(新疆大学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,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)

摘　要:E.P.汤普森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“形成”过程对雷蒙德·威廉姆斯的“文化”定义展开批判,进一步丰富

了“文化”定义的多重面向。以佩里·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,引发与英国

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争。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“文化论争”不仅偏离了

利维斯主义狭隘保守的“文化”观念,将文化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经验,并且重视“文化”作为激进政治载体

的抵抗潜能。同样,围绕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、“经验”与“理论”的思想交锋,既促成了英国文

化研究内部的范式转型,也为当下学界重返伯明翰,进而理清文化研究的理论系脉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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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一

作为一个指称,英国文化研究从来就是差异丛

生、众声喧哗的“复调合声”,即使是名声显赫的伯

明翰学派,其内在的分歧与论争也几乎从未消停

过。可以说,不同思想观念间的论辩、交锋、对话,
恰恰构成了文化研究保持活力的源泉,并激发愈来

愈多的思想话语进入公共场域,为文化研究的理论

与实践奠定了基础。在英国文化研究早期被称之

为“文化主义”的研究范式中,E.P.汤普森以社会

历史学家的身份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声,对雷蒙

德·威廉姆斯的“文化”定义展开批判,并结合英国

工人阶级的“形成”过程,进一步丰富了“文化”定义

的多重面向。
威廉姆斯的《文化与社会》和《长期革命》出版

后,英国知识界反响强烈,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《长
期革命》。该书尝试将文化分析“理论化”的意图尤

其遭到诟病,被指责的症状还包括“社会学色彩太

浓”,“故弄玄虚的理论滥用”,“欠缺恰当的批评方

法”等等。在这些批评声中,汤普森显得格外引人

注目,他撰写了一篇言辞激愤的文化“批判书”,刊
登于1961年的《新左派评论》(第9、第10期)。这

篇论战檄文被奉为经典文献,至今仍然对文化研究

产生重要影响。
汤普森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:其一,

威廉姆斯在论述大众出版物时忽略了工人阶级运

动研究史家最为关心的问题———“特性,出版物与

民众运动的关系,所有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”[1]176。
考察对象多有纰漏,比方说在分析1840年代的文

化时,完全没有涉及颇具影响力的工人阶级报纸

《北方之星》(NorthernStar);择取的视角和对象也

比较武断,并且用主导/从属的情感结构概念“遮蔽

了冲 突 之 所 在,最 大 可 能 地 缩 小 了 缺 陷 和 失

败”[1]177。主导的社会特征和日常经验的丰富性被

一系列因素伪饰起来,“整体的生活方式”在很大程

度上忽略了研究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和差异性,比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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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廉姆斯对“阅读大众”(readingpublics)的表述就

陷入了同质化的陷阱,因为“总会存在许多种阅读

大众群,他们之间的区分不仅根据受教育程度与社

会地位的差异,而且十分关键的是,还依据生产方

式、产品的分配方式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来

划分”[1]178。其二,威廉姆斯忽略了欧陆理论,特别

是“从维柯经由马克思到韦伯和曼海姆”[1]179 的传

统。即便是就英国本土而言,其视野也显得过于狭

隘,而文化的人类学定义需要参照多个领域的理论

资源。其三,威廉姆斯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传

统,在谈及“工业”和“民主”时,未能和马克思主义

的“异化”概念有机结合起来。从表面看,威廉姆斯

仿佛同马克思主义处于持续性的论争中,但他“从
未直接面对马克思”[1]179。在考量英国马克思主义

的时候,威廉姆斯规避了一点,即“马克思提供的不

是一种艺术理论、政治理论或经济理论,而是一种

有关历史变迁过程的历史理论”[1]180。威廉姆斯批

评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技术还原论,汤普森也同

意“基础———上层建筑”模式过于机械,但认为批判

必须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。此外,威廉姆斯

对工人阶级激进读物,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

中履行的职责关注不够,这既是他的“文化”定义缺

少斗争维度的原因之一,也体现出威廉姆斯前期思

想中的某些保守主义之处(丹尼斯·德沃金语)。
最后一点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,汤普森认为威廉姆

斯一面批判了利维斯与艾略特,一面又受到他们的

影响,“文化定义中都没有涉及权力与冲突”[1]184。
汤普森继而设想:“如果我们变动威廉姆斯定义中

的一个词,从‘生活方式’变为‘生长方式(wayof
growth),我们就能从一种消极的、非个人的定义转

向一种积极的、能动性的定义。如果我们再次变更

这个词,祛除‘生长’所暗含的‘发展’(progress)之
意,我们就可能得到这样一种定义:对一种整体冲

突方式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。一种冲突方式就

是一种斗争方式,这样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马克

思。”[1]185 可以说,汤普森正是在批判威廉姆斯著

作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文化观念。简言之,他认

为文化应该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,只有这样

才能将总体性理论与阶级政治妥帖地勾连起来。
汤普森对威廉姆斯的严厉批评一定程度上反

映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政治生态,即霍尔所

主张的支持在新左派内部发表不同的声音。汤普

森既反对利维斯主义的精英式文化定义,也无法接

受威廉姆斯那种定义文化的“进化论方法”(evolu-

tionaryapproach),他“坚决捍卫文化的历史独特

性(specificity),复数性而不是单数性,是cultures
而不是culture。最关键的是,他坚持不同文化间

的斗争、张力和冲突,以及它们与阶级文化、阶级结

构、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联”[2]20。汤普森反对将工人

阶级文化经验同质化、浪漫化、理想化,希望引入阶

级政治的维度,引导新左派由一种文化政治走向现

实的政治斗争。
汤普森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,重视

阶级斗争,强调以自下而上的视角书写普通人的日

常经验,呈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。汤普森

的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》别具意味地采用了单数

概念的“工人阶级”和动态词汇“形成”(make)。前

者表明工人阶级尽管存在着基于文化程度、技术水

平、生活境况等因素造成的内在差异性,但这个历

史化的指称更加强调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与日常

实践中形成的共同阶级意识;后者则突显出阶级是

一个由主、客观因素共同推进的动态形成过程。汤

普森试图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去挑战经典马

克思主义,他拒绝接受经济决定论与传统意义上的

“基础———上层建筑”模式,彰显“社会存在”与“社
会意识”的辩证关系。通过爬梳1790—1830年间

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斗争经验,汤普森发现

工人阶级对社会的不满是超越物质层面的:“引起

最强烈的感情的往往不是‘面包和黄油’的简单问

题,而是价值观念的问题,例如传统习惯,‘公正’,
‘独立’,‘安全保障’等”[3]221。因此,“我们决不能

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

间存 在 着 某 种 自 动 的 或 过 分 直 接 的 因 果 关

系”[3]193。汤普森认为马克思、汤因比、韦伯、哈孟

德夫妇在阐释工人阶级形成时的观照视角过分拘

囿于社会生产方式,忽略了“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

是经 济 史 上,而 且 是 政 治 史 和 文 化 史 上 的 事

实”[3]211。
汤普森的特别之处还表现在逆反正统史学的

研究模式,从底层的日常生活与斗争经验考察工人

阶级阶级意识的塑形。传统研究视野下的工人阶

级往往处于社会结构的消极被动层面,是一个被遮

蔽、被压抑的不可见的群体,汤普森试图改变“有产

阶层”形成的关于“下层社会”道德败坏、粗俗无聊

的定型化想象,突显出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及其

对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的贡献,“如果我们对历史的

变革感兴趣,那么我们须考查这清晰的少数。但这

个少数是从不那么清晰的多数中浮现的,这些多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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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识在此时可说是‘亚政治的’即由迷信或不自

主的非宗教状态、偏见和爱国主义所构成”[3]221。
有意味的是,汤普森关注到手工工人才是劳工运动

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,作为社会激进力量的核心

场域,棉纺织工厂“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,也是

社会革命的推动者,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,而且

生产了‘劳工运动’。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

描述,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”[3]192。
此外,汤普森将日常经验、阶级意识与激进主

义政治勾连起来,一方面强调大众出版物之于激进

主义政治的意义,一方面重绘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

地形图,赋予文化一种抵抗霸权的量能。汤普森综

合调用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志等方法,从档案、会
议记录、手稿、通信、报刊、政治宣传手册等多元渠

道广泛搜集材料,具体论述涉及农业工人和手工工

人的饮食、住家、健康、宗教道德、闲暇娱乐等方方

面面,试图从宗教意识形态、日常生活、阶级斗争、
法国革命等主客观因素探析工人阶级阶级道德情

感和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,揭示出“工人阶级不仅

被别人形成,同时也在形成自己”[3]212。在工人阶

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,以大众出版物为载体的激进

主义文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:卡莱尔呼吁出版

自由,欧文将工业革命的经历与大众的激进主义提

升为理论,再加上工人读写能力的明显改善,《黑矮

人报》、《人民之声报》、《挑战者》、《毁灭》等刊物“尽
管……并不宣称自己是‘激进的’,但却迎合了广大

激进派公众的需要”[4]845。
最后,汤普森勾描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手工工人

的民间文化习俗,诸如集市、节庆、独特的民间仪式

等,他们继承传统并有所创造,这些被汤普森认为

是英国最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以匿名信、焚烧模拟

道具、迅速行动等表征方式绘就了一幅“道德经济

学”图景。工人阶级正是凭借这些丰富的日常经

验、大众文化与激进主义政治,书写出一种截然不

同于浪漫主义批判的“激进抵抗”模式。

二

如果说,以霍加特、威廉姆斯和汤普森为代表

的英国第一代新左派通过重构一种“文化与社会”
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,再度发掘工人阶级文化的

意义和价值,有效消解了文化的等级制度,并且在

这个意义上与英国“文化 文明”传统形成明显的

“断裂”;那么,以佩里·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

左派则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,欧陆理论的涌入

与英国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

剧烈的张力关系,由此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

争,这显然构成了又一次“断裂”。
两代新左派的“宿怨”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

期的“人道主义”论争。安德森尤其反感第一代新

左派所鼓吹的人道主义与“积极中立”原则,认为其

经验主义色彩过浓,理论极端贫乏,无法为1960年

代勃兴的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提供有效阐释。此

外,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分化———中苏关系破

裂、古巴革命兴起、英国核裁军运动式微、越南战争

等等———使得安德森愈发感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

义的偏狭无力,寄希望从欧陆引进另类马克思主义

理论资源,从而改变新左派“理论贫困”的现状。
尽管英国左翼知识界在1930年代就接触了经

典马克思主义,但是直到1960年代初,英国学界对

法兰克福学派仍然相当陌生,仅有的一点了解也是

借道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家对于阿多诺文化工业

悲观论的批评。1962年,安德森接替霍尔担任《新
左派评论》主编,开始大量译介欧陆马克思主义理

论(安德森命名为“西方马克思主义”)。“《新左派

评论》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:翻译和出版大

陆思想家的作品,他们坚信在政治进步成为可能之

前,英国偏狭的和经验主义的知识文化必须先被改

变。从1963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中期,它出版并

讨论了许多欧陆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,包括萨特、
葛兰西、卢 卡 奇、马 尔 库 塞、阿 尔 都 塞、本 雅 明

……”[5]21 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,“伦敦新左派丛

书”(New LeftBooks)和 梅 林 出 版 社 (Merlin
Press)译介了卢卡奇的《历史小说》、戈德曼的《隐
蔽的上帝》和萨特的《方法问题》等。大规模的理论

引介迫使英国文化研究“首次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

内部的另类理论资源……这些文本标志着文化研

究的又一次关键的‘断裂’:走向一种复合体的马克

思主义”[2]25。
此外,安德森专门撰文分析英国陷入当下危机

的根源,试图从历史与社会结构层面证实英国欠缺

产生本土马克思主义的合适土壤,进而为引介欧陆

理论资源提供合法性。这篇引发安德森与汤普森

长达二十余年论战的文章名为《当前危机的根源》
(Originsofthepresentcrisis),刊发于1964年的

《新左派评论》。其中提到几点重要看法:首先,英
国经历了最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,英国工人阶级

在社会革命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都落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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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陆国家。通过与欧陆国家比较,安德森认为英国

的当下危机表现为几种消极因素的纠结,“往昔的

创伤,当下的不自信,过去和现在的民族文化”[6]36。
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说,英国当下面临的危机是社会

结构持续性衰落的结果,具体症状表现为,“毫无生

气的经济,病态且衰退的教育,了无生机的都市环

境,士气低沉的统治阶级,恶劣的文化乡土气”[6]50。
“传统主义”和“经验主义”阻碍英国思想文化的进

步,而早期新左派运动恰恰欠缺的就是未能对英国

社会结构做出全方位分析,因此陷入了人道主义与

经验主义的窠臼。其次,安德森将英国资产阶级革

命不彻底的原因归结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早熟。
这种独特模式的社会结构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预

设,也不适宜培植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。
安德森关于英国社会历史的判断及其对第一

代新左派运动的批评,一方面公开否决了后者认为

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乐观

基调,另一方面开启了吸纳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

源的“理论转向”,形成了针对文化主义、经验主义

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挑战。这种发自英国新左派

内部的“反叛行为”自然会遭到“文化主义”和“历史

学”支持阵营的声讨,汤普森于次年发表回应文

章———《英国的特殊性》(ThePeculiaritiesofthe
English),严厉批评第二代新左派对于欧陆理论的

空前热情。
汤普森的批判锋芒直指安德森接任下的《新左

派评论》,认为此时的新左派已经偏离了原先的轨

道,是一种“新”新左派,其主要活跃领域表现为“第
三世界分析”、“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”以及安德森

和汤姆·奈恩那些分析英国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宏

大计划。汤普森首先批评“安德森 奈恩模式”①机

械地照搬法国的情况,既不切合英国的实际经验,
也不熟悉英国的社会思潮,“18世纪晚期英国思想

意识的独特贡献并非传统主义或者经验主义,而是

一种自然主义的政治经济学,以亚当·斯密最为知

名”[7]254。汤普森认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最主要的困

难在于“如何将18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

本主义转化为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”[7]255。其

次,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所需要的理论资

源应当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,“假如安德森和奈恩

想在近期以一种过于自信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来颠

覆‘经验主义’,即便这种体系经过了一些新鲜词汇

的粉饰,他们也犯下了可悲的错误。我们绝不允许

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磨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造性

冲动。他们的计划无法驾驭宏大的现实问题,除非

有一种可以用英语习语进行对话的马克思主义,否
则英国不太可能‘俯首称臣’”[7]274。再者,汤普森

指责“安德森 奈恩模式”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叙

述存在诸多不足,“不能理解观念与选择的政治语

境;分析中欠缺严肃的社会学维度;对葛兰西‘霸
权’概念的极端庸俗化理解;忽略了共产主义对于

英国劳工运动的重大影响”[7]275。导致上述不足的

根本原因是由于对英国的特殊性重视不够。最后,
汤普森总结出走向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:“一是革

命模式,用阶级制度取代国家机器……这种可能性

已经消失了。二是带有社会主义战略的政党,通过

改革的累积达到革命性的过渡。三是通过历史性

阶级更为广泛的社会构成的变化,带动旧有阶级制

度和价值体系的突破”[8]56。
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这场著名的思想论争既

是两代新左派内在分歧的激化,也是英国本土文化

马克思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的首次正面交锋,论
争的议题聚焦于如何重估英国的社会历史与社会

结构,如何考量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民族文化传统间

的关联,如何规划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未

来。应当说,安德森明显忽略了1930年代英国马

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,对人道主义与经验主义怀有

一种紧张不安的“俄狄浦斯焦虑”,认为文化问题不

可能在经验层面得到妥善解答,必须放置到社会权

力结构中加以观照。与之相对的是,汤普森始终坚

持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本土立场,主张在充分重视

英国社会历史独特性的基础上考量文化的日常实

践意义与个体在历史中扮演的能动角色。汤普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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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回顾自己与安德森论争的原因,这或许可以提

供更加明晰的解释,“我很看重文化,而安德森看重

权力。我想,这就是问题的核心。我不认为与历史

有关,而是不同类型的历史意识。如果你读他的著

作,你会发现,安德森很关注权力与结构,很少关心

文化与经验的内在性质”①。

三

在1960—1970年代的理论引介浪潮中,阿尔

都塞受到了英国思想界的极力推举。作为人道主

义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者与替代者,阿尔都塞通过重

读马克思经典论著,发现:运用语言论转向过程中

携生的结构主义方法展开对马克思论著的“症候阅

读”,不仅可以阐释其文本层面的意义,还可以深究

那些“裂隙”、“空白”和无意识层面的涵指。阿尔都

塞主张以科学性概念去重新发掘马克思理论中的

“认识论断裂”,这种断裂发生在《德意志意识形

态》,所以说,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和《德意志意

识形态》都可以归为马克思“断裂时期”的著作。这

种划分有助于纠偏学界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

的误读,也就是说,我们不能唐突地将青年马克思

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,合理的做法应当是细察马克

思前后思想产生的复杂历史情境及其内在差异。
阿尔都塞一面反思学界对于马克思本人理论的误

读,一面援引恩格斯对“基础 上层建筑”之间关系

的特别澄清,阐明一种“多元决定论”与“相对自主

性”思想:经济因素虽然起最终决定作用,但它并非

单独起作用,必须和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。
阿尔都塞对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”也展开了深

入批判。他认为,“社会主义”作为马克思思想中的

科学概念与纯属意识形态范畴的“人道主义”并置

在一起,不言自明地呈现出理论上的不平衡性。阿

尔都塞指出:“意识形态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

件的 真 实 关 系 和 想 象 关 系 的 多 元 决 定 的 统

一。”[9]230 鉴于意识形态的独特性,阿尔都塞无情

地嘲笑了那种过分鼓吹主体性以及个体在历史中

的能动作用的观点,“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

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,在其使用过程中,陷进

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,而人们还自以为是

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”[9]231。意识形态具有能

动和建构潜能,可以将个体询唤为主体,这样一来,
“虽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,但
是这一意识形态存在的正当理由不能为不恰当的

理由作挡箭牌,否则我们就会把意识形态和科学理

论混淆起来”[9]239。
阿尔都塞以其“症候阅读”、多元决定论、意识

形态概念和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立场,为英国思

想界带来了新鲜的思想资源。对英国新左派而言,
“阿尔都塞的‘科学主义的’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

对并没有陷入经济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

的一种非斯大林主义的替代物。它在某种程度上

也使得 后 期 新 左 派 对 理 论 工 作 的 关 注 合 法 化

了”[5]24。对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来说,
阿尔都塞以非还原论的方式重构“决定模式”,使得

文化问题由“基础 上层建筑”体系的观照转向意识

形态视角,这种阐释路径重视文化意识层面的相对

自主性,将文化置于一个复杂的总体结构中加以考

量,发掘其中的结构性张力与意指实践,为读解当

代社会的大众文化、媒介文本、青年亚文化、少数族

裔文化、性别政治等提供了有效的话语资源。霍尔

本人就深受其影响。1971年,霍尔向英国社会学

联合会提交了名为《异常行为、政治与媒体》(Devi-
ancy,PoliticsandtheMedia)的论文,其间结构主

义和符号学的痕迹清晰可循,该文尝试运用巴尔

特、阿尔都塞、葛兰西的理论建构一套不同于美国

实证主义模式的媒介批判路径。1978年,霍尔领

衔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《监控危机》(Poli-
cingtheCrisis:Mugging,theState,andLawand
Order),这本重要的集体著作堪称阿尔都塞理论影

响下的一次有效实践。阿尔都塞理论的介入推进

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结构主义转向,
“理论家们都逃离文化主义潜在的排他性和倒退倾

向,因为它赋予某一种预先确定的工人阶级文化以

特权,也因为它不能解决媒介化和消费主义对阶级

认同观念的冲击”[5]2223。
应当说,结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势理论话

语,很大程度上是1968年学生运动和社会革命在

文化和思想上产生的结果。当这场以行动实践为

特色的反战后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革命在欧陆和

美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,英伦却是截然不同的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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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番景象,左翼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疏离于社会

运动之外。即便是威廉姆斯以第一代新左派的身

份出面,试图联合两代新左派的力量共同签署《五
一宣言》(MayDayManifesto),借此缓和彼此间的

矛盾,但因为与激进学生组织之间存在隔阂,终究

未能产生预期效果。当1968学生运动失败后,左
派阵营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展开批判,认为萨特式的

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不适宜当下的社会情势,结构

马克思主义迎来了发展契机,“随着20世纪70年

代向前迈进,结构主义方法的信徒们预示了马克思

主义理 论 化 更 少 地 卷 入 政 治 事 件 的 形 态 来 临

了”[10]7。在这种情势下,阿尔都塞的影响力急剧上

升,“阿尔都塞趁势利用了当时的结构主义的语言

学、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声望,旨在’恢复’马克思的

地位,即恢复在他的那个时期之前的作为一个结构

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地位”[10]7。
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马克思

成熟时期的论著,在反经验主义、道德主义和民粹

主义的基础上,重新羼入经济分析的维度。这也标

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顺应社会情势,关注视角由早

期的文学和美学转向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,其地理

位置也发生了重大转移,从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

洲移向说英语的地区,以至于在1970年代,“英国

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学和

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,及其衍生出来的刊

物和论述,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

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”[11]24。
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一方面受到青睐,一方面

也遭受文化主义者诟病,并最终招致了汤普森的激

烈批评。有意味的是,当威廉姆斯日益靠近马克思

主义之际,汤普森却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,重新返

归社会历史学,这种转向可以视为汤普森撰写《理
论的贫困》的深层原因,更为直接的诱发动机应当

追溯到约翰逊。约翰逊在《历史学家工作坊》发表

文章,指责汤普森“偏爱经验而忽视理论”,这种挑

衅很快就激起了文化主义阵营的强烈反驳,“大家

纷纷指责约翰逊历史知识匮乏,是一个卑屈的阿尔

都塞主义者,一个苍白空洞的理论主义者”[12]58。
作为对约翰逊的回应,尤其是对理论主义和结构主

义转向的忧虑,汤普森撰写长文,全面批判了阿尔

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。

1978年,汤普森发表《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

的错误》(ThePovertyofTheoryorAnOrreryof
Errors),批判已然成为时尚的阿尔都塞理论。汤

普森首先批评阿尔都塞未能在“历史主义”、“人道

主义”和“经验主义”之间做出任何调和,阿尔都塞

试图以非历史主义的理论主义来取代历史唯物主

义,这种尝试“在首度检验中就透露出其唯心主义

性质……倘若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唯心主

义,而且带有许多神学的属性,那么,马克思主义传

统内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捍卫理性本身”[7]4。汤

普森接下来将关注重心聚焦于阿尔都塞的《保卫马

克思》(For Marx)和 《阅 读 <资 本 论 >》(Reading
Capital),从四个方面展开批评攻势:(1)阿尔都塞

的认识论拘限在极为有限的学术领域,不具有普遍

的有效性;(2)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没有给“经验”
留出位置,假装与知识生产内在的以及马克思本人

实践中的经验性证据进行对话的样子,故而不断陷

入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派定的唯心主义思维模式;
(3)未能很好地与经验主义展开合理的对话,以荒

谬可笑的方式误传历史唯物主义;(4)对历史主义

的批评在某些方面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态度

如出一辙,尽管结论不同[7]45。因此,“有关其他重

要范畴如‘经济的’和‘需求’时,阿尔都塞只能缄默

不语了……只能以最抽象和理论的方式应付有关

价值、文化与政治理论的问题”[7]5。汤普森对阿尔

都塞的总体性评价则无异于谩骂:“简言之,阿尔都

塞主义就是降低到理论范式的斯大林主义,它最终

就是被理论化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”[7]182。
汤普森的《理论的贫困》捍卫英国本土的文化

主义,反对唯理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全方位转

向,一方面反映了汤普森本人后期的思想倾向,一
方面折射出英国反智主义传统的当代影响。显然,
汤普森的执著与1970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旨

趣形成鲜明反差,霍尔和约翰逊同时出面批评汤普

森的激烈言辞,由此可窥结构主义范式已经在当代

文化研究中心占据了强势话语权。1980年,安德

森发表《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论争》(Arguments
WithinEnglishMarxism),针对“历史学家工作坊”
的论争以及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激烈言辞作出

了总体上的回应,议题关涉“历史编撰”、“能动性”、
“马克思主义”、“斯大林主义”、“国际主义”等等,反
思英国思想界当时面临的究竟是“理论的贫困”还
是“战略的贫困”,可谓对前述论争的一次全面总

结。此后,伴随着撒切尔夫人执政,新自由主义在

英国兴起,左翼知识界和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

中心都将批判的对象转向“撒切尔主义”。至此,汤
普森与安德森长达二十余年的论争终于偃旗息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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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论,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“文化论争”不
仅偏离了利维斯主义狭隘保守的“文化”观念,将文

化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经验,并且重视“文化”
作为激进政治载体的抵抗潜能。同样,围绕人道主

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、“经验”与“理论”
的思想交锋,既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范式转

型,也为当下学界重返伯明翰,进而理清文化研究

的理论脉络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。在这些思想

论争中,E.P.汤普森始终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,
尽管汤普森主要活跃在社会历史学领域,并没有直

接参与CCCS的工作,但只要联系到汤普森亲历过

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,其作为英国伯明翰文化研

究学派的先驱者意义,丝毫不逊于威廉姆斯或霍

加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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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“CulturalControversy”and“ParadigmTransition”in
EarlyBritishCulturalResearch

———FocusedonE.P.Thompson

ZOUZan
(CentreforComparativeLiteratureandCulturalStudies,XinjiangUniversity,Urumchi830046,XinjiangChina)

Abstract:CombingtheformationofBritishworkingclass,E.P.Thompsoncriticizedthedefinitionof
“culture”byRaymond Williams,thusenrichedthemultipleaspectsofthedefinitionof“culture”.The
newleftwingofthesecondgeneration,representedbyPerryAnderson,activelysoughttheoreticalre-
sourcesfromthecontinent,soitcausedaseriesofsignificantdebateswithculturalMarxisminBritain.
The“culturalcontroversy”inearlyBritishCulturalStudiesnotonlydeviatedfromthenarrowandcon-
servative “cultural”conceptof Leavisism,enlargedtheconnotation of “culture”tocoverdaily
experience,butalsoregarded“culture”asaresistantpotentialofdrasticpoliticalcarrier.Likely,thede-
batebetweenhumanisticMarxismandconstructiveMarxism,andthatbetween“experience”and“theo-
ry”,notonlyledtotheinternalparadigmtransition,butalsoopenedawindowtoclarifythetheoretical
systemsinBritishCulturalStudies.
Key words: E.P.Thompson;social historiography;cultural Marxism;constructive Marxism;

paradigmtransi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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